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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远征：长征途中的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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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征途中，数千名女红军承担着战勤保障、宣传动员与前线作战等任务：在战勤保障中，她们负责

运输、医疗、筹粮等繁重工作；在宣传动员中，她们发挥独特的优势，宣传党的政策，赢得沿途群众的信任，鼓舞

战士士气；在前线作战中，她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 她们所展现的革命意志、战友情谊、乐观主义等精神品格，

使自身在主体意识及独立人格、意志品质和心理韧性、组织能力和专业技能、集体主义及大局观念等方面都实

现了跨越式的成长。 这既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动注脚。 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 ９０ 周年之际，重温长征途中女红军的成长历程，将为新时代女性把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大征程，提供

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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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６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９０ 周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

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①对于参加长征的

女红军来说，长征还是一次打破传统界限的远征、凝聚巾帼之力的远征、实现跨越式成长的远征。 在严

酷的战争环境下，女红军既承担着艰巨的战斗与行军任务，又要应对生理期、怀孕、分娩等特殊困难。②

她们并非仅仅是苦难的承受者，而是凭借着其独特亲和力与沟通智慧，在筹粮、宣传中成为连接红军与

群众的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

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

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 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

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③董必武曾赋诗赞誉长征中的女英雄：“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

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

天。”④这群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思想的女战士，用生命与意志证明了女性在革命中的伟大力

量。 她们既是当时妇女群众眼中的“花木兰”，也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巾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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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中女红军群体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书籍类，多表现为当事人的

传记、回忆录、自述和有关长征的纪实作品，以及妇女通史中有关长征的段落。① 其二是论文类，包括一

些当事人回忆文章②，对女红军在长征中的经历、所作贡献，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质等方面的论

述③；也有对长征中不同部队、不同籍贯女红军的群像研究④，少量研究综述等⑤。 少量学者对女红军在

行军极限、妊娠生育以及性别互助等维度的生命体验进行了深度分析，再现了女红军在生死极限状态

下，如何将独特情感联结与性别互助转化为超越生理限制的革命意志的生命体验，推动长征女性群体研

究走向注重个体生存史的方法论范式跨越。⑥ 上述成果对笔者全面了解长征中女红军的相关研究提

供了重要参考和资料基础。 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研究领域。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女

红军的经历、贡献、精神品质等方面研究较多，对女红军通过长征获得的自身成长，尤其是女红军在

长征历程中获得的独立人格、意志品质、心理韧性及各方面能力的提升等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拟在

借鉴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从长征对女红军自我成长的视角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长征史及妇

女史相关研究。

一、长征中女红军的群体构成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准备实施战略转移。 １０ 月

中旬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 ８．６ 万余人开始长征。⑦ 随后，红二、四方

面军也先后离开各自根据地开始长征。 当时的情况据邓颖超描述：“前有敌军拦阻，后有敌兵追赶，头
上常有飞机轰炸，脚下走的坎坷道路，还要通过天险要道，悬崖峭壁，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日夜行军，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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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忍渴，人疲马乏，而部队还要和敌人作战。”①在如此艰难情况下，２０ 万长征健儿中仍有至少 ２ 千名女

性②，她们分散在红一、二、四等方面军中。
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是经过中央组织部严格筛选出来的中央及地方机关干部，她们除了继续从

事机关工作外，还要承担照顾老弱干部、护理伤病同志的任务。 开始长征前，中央组织部确定了选拔的

具体条件，主要有：第一，政治上坚强，最好是共产党员；第二，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第三，身体健

康。③ 选拔的过程十分严苛，尤其是在身体健康方面。 据邓六金回忆：“时任组织部长李维汉来通知说，
我们这些女同志要上前线了。 我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要像真正的战士一样上前线了。 但是上前线有

三个条件：必须能行军，身体健康，能够负重 １５ 斤。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进行体检。”④除去部

分必须要跟随中央长征的女干部及部分领导的夫人外，严格的体格检查从一百多人中筛选掉一大半身

体难以支撑长途行军的女红军。 因此，原定有 ３２ 名女干部随军，实际出发却只有 ３０ 人。⑤ 据蔡畅回忆

有 ２ 名同志因故调回，实际出发 ３０ 人。⑥ 然而，董必武在描述这 ３０ 位中央女干部时提到：“卫生部检查

了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们的体格，认为不适合于远征条件的留下了五个人，那时候被留下的五个女同

志是多么的不高兴啊（后来有两个仍跟随别部分到了陕甘，毫无问题）！ 移到麻地（距卫生部原驻地六

十里）整备行装时，有四个女同志‘打摆子’（江西称疟疾为摆子），也被留下了……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

到三十个女子。”⑦在这 ３０ 个女红军中，中央机关女干部占大多数，分别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

珍、康克清、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丘一（益）涵、金维映、吴仲廉、甘棠（原名甘世英）、危
拱之、陈慧清、谢飞、廖似光、王泉媛、钟月林、谢小梅、肖月华、李建华、曾玉、杨厚珍。⑧ 各省选拔来的女

干部分别是江西省委的危秀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富莲、副部长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干事刘彩香

以及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邓六金。 她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是蔡畅，不过 ３４ 岁，年龄最小的是钟月林，仅有

１９ 岁。⑨

上述这些女红军，除了蔡畅跟随总政治部行动，康克清、周越华跟随总司令部，刘英跟随中央直属纵

队以外，其余女同志大多数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 干部休养连属于后勤部卫生队，董必武任党总

支书记，侯政（男）任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I0 干部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抑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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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漫谈长征》，《新中国妇女》１９５０ 年第 １３ 期。
李安葆、刘录开编：《女红军长征记》，第 ８ 页。 关于参加长征女红军人数，目前学界有不同看法：１．据记载，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

女红军战士共有 ３０ 名，而红四方面军中女战士则多达数千人。 有必要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红军三大主力即红一、二、四方面军

中，参加红一、二方面军的女红军战士人数不多且都留下了姓名，而红四方面军中女兵最多却多半没有留下姓名。 据《中国妇女运动史》

（任芬主编）称，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多达 ８０００ 或 １００００ 人，也有的书上称有数千人，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参见李小江主编：《让女

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 ５３ 页；２．参加长征的四路红军主力中，都有一批不同寻常的“娘子军”：随同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共 ３０ 人，

其中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 ２４ 人。 红二方面军的女战士约 ２０ 余人，分散在部队各个单位，“除个别人外，都随部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

地” 。 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约 ２５００ 人左右。 红 ２５ 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少，只有周东屏、戴觉敏等 ７ 名护士，人称“七仙女”。 在约 ２０ 万长征

大军中女战士仅占两三千人，但她们经受了比男战士更多的苦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她们在长征中的作用是突出和巨大的。 参见

王东：《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突出作用和贡献》，《中州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３．在 ２０ 万长征健儿中，女性红军的数量只占百分之一左右，

规模并不大。 参见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４．长征出发时女红军人数约为

３０６２ 人，长征结束时女红军约为 ３５４ 人。 参见谈思嘉、高晓林：《“她们”的长征 ————论长征中的女红军》，《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１９ 页。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１７５ 页。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 ４ 页。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１２０ 页。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９ 页。
顾秀莲主编：《２０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 ４０５ 页。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１２０ 页。
《董必武传》编写组：《董必武传（１８８６－１９７５）》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７５ 页；顾秀莲主编：《２０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

史》上卷，第 ３６０ 页。



像连队的连队，董必武描述为：“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远不像是军人。 他（她）
们是被编到干部休养连的，大都是老、弱、伤病员和妇女，其中还有小脚的，然而都是受人尊敬的‘老革

命’。 他们每人背着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一包衣服，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 有的还有一条毯子，每个

人的腰上还挂着一个搪瓷缸子。”①关于这支特殊连队的主要任务，在干部休养连工作的女红军钱希均

提到：“这个连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老弱伤病人员，协助他们长途行军。 因此，组织了庞大的担架队、药担

队，沿途不断雇用一些民夫。 长长的队伍，目标大，行动慢，人数多，但战斗力不强。”②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相对较少。③ 红二方面军的陈琮英提到：“红二

军团的女战士非常少。”④红二方面军随军长征的女战士大概有 ２０ 余人，她们没有单独编队，分散在部

队的各个单位中，她们分别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陈罗英、马忆湘、曾洪林、
胡越强、张四妹（张玉英）、张二妹、陈月英、伍秋姑、石芝、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吴友

香、张吉兰、杜永新、张士美等。 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⑤ 例如，蹇先任在

军队中担任过文化教员，李贞在战斗中从童养媳成长为女战士，蹇先佛作为李伯钊的挚友极其擅长画政

治宣传画，陈琮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极少与外人接触等。⑥ 同时，参加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女战士最少，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他们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时，３０００ 名战士中有 ７ 名女护士，被战士们称为“七仙女”，她们

分别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⑦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最多，人数多达千余名。 有文献记载：“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人数

最多，约有 ２５００ 人左右。”⑧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中女红军的人数远远不止 ２０００ 余人。 《巴蜀巾帼壮歌

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１９３５ 年春，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参加

长征的妇女约八千人。 其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一团、二团二千余名；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五百余

名；总政剧团及三个分团（营的建制）女战士及各军宣传队女队员近千名；总医院及各军医院女战士千

余名；省委妇女学校学员近五百名；其余为机关女干部、后勤女战士及少数红军干部家属。 她们的年龄

一般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有八、九岁。”⑨无论红四方面军中女红军人数的真实数据如何，这些女

红军人数众多且几乎承担了长征途中大部分相关工作的情况是属实的。 据蹇先任回忆红二、六军团与

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她描述道：“我看到的女兵大都是从事政工、宣传或医护工

作的。 她们都是劳动妇女，大多数是四川人。 一些女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非常能干。 那些做

宣传工作的不仅会演讲还会唱歌、演戏，丰富了部队战士们的生活。 当她们在战斗中遇到敌人时，表现

得非常英勇。 她们把伤员抬上担架，背着医药箱进行救治。 她们挖战壕、运粮食。 炊事班里，不分男女

都背着个又大又沉的铜锅。”�I0与红一、二方面军不同的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独立团是战斗编制，与
男同志的战斗部队一样承担战斗任务。 她们除参加战斗外，还承担打扫战场、收缴武器、修工事、运输物

资、抬担架、照顾伤员等后勤工作。�I1 她们在行军中是全副武装的，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杜文凯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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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传》编写组：《董必武传（１８８６－１９７５）》上卷，第 ２７５ 页。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１４７ 页。
关于红二方面军，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

在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

政治委员。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１５９－１６０ 页。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６０ 页。
顾秀莲主编：《２０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 ４０５、３６０ 页。
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６１、７２ 页；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

敏校译，第 ３５、６０ 页。
顾秀莲主编：《２０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 ４０５ 页。
李安葆、刘录开编：《女红军长征记》，第 ５ 页。
戴克宇主编，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编著：《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 页。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３１－３２ 页。
顾秀莲主编：《２０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 ３６０ 页。



后，我们每位女战士都发了枪，我除了背枪和子弹外还要背一个大药箱。”①这种行军的装扮正是妇女独

立团女战士身兼多职的生动写照。
三支主力红军中的众多女战士构成了长征中的女红军群体，她们具有鲜明的共性。 主要在于：她们

大多年轻，绝大多数出身社会底层。 据统计，红一方面军中完成长征的 ３０ 多位女红军中有 １１ 人曾经是

童养媳②，红四方面军中女兵大多是劳动妇女③。 差异则体现在：红一方面军女战士经过严格筛选，多为

具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集中于干部休养连承担政治任务；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人数最多、来源最广，不仅有

战斗编制的妇女独立团，还有大量从事宣传、医护、后勤工作的普通女兵，构成了长征中最为庞大的女性

群体；红二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女战士人数虽少，却以医护、机要、宣传等专业身份活跃于队伍之中。
她们都是长征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群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成长背景、不同岗位的女性，共
同顶起了长征途中的“半边天”。

二、“巾帼敢顶半边天”

虽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不多，但是她们的肩膀上承担的政治任务，是长征行军中的重要一环，
她们的职责主要包含战勤保障、宣传动员、参加战斗等。

（一）战勤保障

战勤保障是长征中女红军最主要的工作，主要是雇用民夫、分配担架、安置伤员等。 另外，还有专门

负责医护工作和运输工作的女红军。
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中的女兵是政治战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员和

民夫工作。④ 董必武⑤强调：“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 这是异常艰

苦的工作。”⑥她们的工作内容也称为“走前走后”。 “走前”就是要提前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早出

发，插在部队前面到达，雇用好民夫，为部队晚上的扎营作准备。⑦ “走后”是有时遇到民众都隐匿起来、
雇不到民夫时，她们不得不费尽口舌宣传，劝他们为红军当民夫，而当她们拉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部队

已经出发了，她们又要去追赶部队。
由于雇用来的民夫对革命的认识程度是不一致的，时有打盹、开小差的现象，她们在行军途中也要

不断地“走前走后”。 同时，民夫们的力气不同，步伐也难以统一。 这还需要女红军们时刻前后照顾着

她们自己负责的担架，在民夫泄气时进行鼓励、劝说。 甚至有的时候民夫实在是不肯走了，她们还要代

民夫扛肩。
筹粮也是政治战士的重要工作。 邓颖超回忆长征时曾特别强调：“长征中，除了作战以外，最大的

困难是粮食问题。”⑧当时女红军筹粮的主要方式有打土豪、购买、赊借、就地采摘等。 在行军途中打土

豪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要速战速决。 在这种情况下，打土豪最有办法的是红

一方面军的李坚真。 她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能够精准地确定哪家是土豪。 她的方法是由远及近地查看

地主家的情况，先到远处的山岗上观察哪个村子有高房大院，再听哪家的狗叫得最凶。 然后再进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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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 ７９ 页。
刘丽丽：《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第 ９１ 页。
关于红四方面军中的女兵大多是劳动妇女，根据女红军苏凤描述主要是因为红军入川前，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强迫农民种植罂

粟，当地男子普遍吸毒，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妇女承担。 广大妇女既受农活家务的重压，又受豪绅兵匪的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有着

强烈的革命要求。 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１８８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上，第 １４４ 页。
长征开始不久后，连队中的 ３０ 多位女同志单独编队，成立了妇女队。 在周恩来等人的推举下，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兼任了这支妇

女队的队长，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胡子队长”。 参见史真：《董必武长征中用担当与奉献写传奇》，《党史文汇》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
《董必武选集》，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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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栏（猪栏、牛栏、马栏）、锅灶、农具以及屋内摆设、来往信件等等。 作出判断后在地主家贴上字条，再
向群众核实。 这样群众看她们已经基本掌握情况也敢说实话了，经核实后，她们没收地主的浮财，开列

清单说明是红军没收的，与群众无关，以免地主加害群众。 李坚真说：“我们这套办法还真灵，往往一打

一准。”①收缴地主的粮食、财物，一部分充当军粮，一部分分给贫苦百姓，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调动了

当地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自然环境更为艰苦、风土人情又十分陌生的民族地区，为了不激化民族矛

盾，是不许打土豪的，筹粮工作就变得十分困难。 对此，李坚真的回忆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藏民走

了，几乎每个村庄都是空的，买不到粮食”，“我和廖似光两人去找粮食，找了半天，一粒粮也没找到”，
“我们就只能采些野菜和豌豆苗煮点稀汤喝”等等。② 找不到粮食随地采摘能吃的食物就成了红军主要

的生存方式，刘彩香、邓六金、廖似光主要负责这项工作，危秀英说：“初到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没有发动

起来，我们就是靠吃野菜充饥。”③

除了红一方面军政治战士之外，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工兵营为了保障部队在前线与国民党的四川

军阀作战，王泽南率领第二连 ２００ 多名女战士每人用一张被单将五六十斤粮食、一大捆棉纱或是四五支

长枪绑在身上，执行运输任务。 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川北的山区中攀登，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④；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二团一连的女兵们为了尽量多地完成抢救伤员的任务，两个人抬着用两根竹竿

编制的简易担架，克服了从旺苍坝到永宁铺的险要地势，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转移了 ５０ 名伤员，她们

被亲切的称为“抬子队”⑤；还有红二十五军的 ７ 名女护士，在长征途中冲上火线，抢救伤员，坚决执行严

格的消毒制度，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等等。⑥ 战勤任务的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前线作战，女兵在从

事筹粮、运输、医护等工作时避免不了要走很多冤路、远路、回头路，了解她们辛苦的红军战士赞誉她们

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⑦。
（二）宣传动员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⑧在长征途中，宣传动员工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点所有女战士都牢记在心，她们无论是否从事宣传工作，在行军途中都每时每刻、抓住一切机会向

当地民众解释、宣传党的政策。 基于女性的亲和力与感知力，女红军做宣传动员工作有天然优势。 长征

途中女红军所进行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面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 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纲领。 红军在

长征途中，每到一处就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的火种，以便于扩充红军队伍。 到达遵

义时，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遵义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在会上向群众说明了红

军组织农民协会、保护工商业、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政策，呼吁群众参加红军。 会后，李富春“派红军女

战士李坚真等到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和‘读书会’，并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向群众演说，写标语，画宣传

画。 红军总政治部派人教学生们唱《决战在今朝》《送郎当红军》《红军真快乐》等革命歌曲，给少年儿童

讲故事，组织儿童传递文件，站岗放哨。 总政治部文艺宣传队还为遵义市民编演了活报剧《恶霸罗利

甫》深受群众欢迎”⑨。 原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的李伯钊此时任

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在她的安排下，王泉媛、李坚真等文艺骨干多次在群众大会上饰演恶霸等角色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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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与王泉媛住在一起的康克清，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 鼓励她每到一处就演好恶霸、军阀如何压

迫、剥削人民，揭露了敌人，人民就会拥护红军，王泉媛认识到演出的意义后，演得更积极了。
其二，在军队内进行宣传动员。 面对长征行军途中的艰难困苦，有几位“歌舞明星”，始终鼓励着战

士们无畏艰险、勇敢前行。 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的女战士擅长唱山歌，红军中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

真、李桂英、王泉媛、邓六金，她们在行军途中自编了几百首山歌，正如李坚真编的一首“唱支山歌当点

心”，这些山歌是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 李伯钊在贵州猴场举办同乐晚会鼓舞军队士气，晚会中她不

光演唱了江西、福建和苏联民歌，还跳了海军舞。 她创作的歌曲在红军中人人传唱，例如她创作的《打
骑兵歌》《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等歌曲。 “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活跃，就生动，就充满活力。”①在

行军途中，蔡畅也经常唱起《马赛曲》，为战士们鼓舞士气，同志们听到她的歌声，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其三，女红军的形象本身就是行走的宣言书。 有学者认为：“她们的长征实践本身也是妇女解放的

宣言书、宣传队与播种机，引领了中国女性的新觉醒。”②蔡畅回忆长征时提到：“中国的女红军和男同志

一起爬雪山过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这史无前例的壮举，引起了沿途群众的惊异和钦佩，并在世界各地

引起强烈的反响。”③在当时环境下，中国妇女的地位极低，乡村社会的风气还是十分保守的。 然而，沿
途农妇、少数民族女性对女红军的态度都是十分热烈、友好的。 在她们眼中，这些穿戴戎装，佩戴短枪，
雄赳赳的女红军并不奇怪，反而更像是“花木兰”④。 沿途妇女群众对女红军的态度足以证明她们对男

女平权的渴望，而女红军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男女平权、劳动解放妇女政策的化身，她们的存在昭示着

“男女都一样”上前线、参加工作的可能，代表着与束缚在家庭中的妇女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 可以说，
她们对女红军的敬仰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这种活生生、近在眼前的榜样无疑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极大

的震撼。 在沿途妇女群众对女红军的热烈欢迎下，正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所说：
“我们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⑤可见，获得解放的妇女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三）参与战斗

巾帼不让须眉，女红军中不仅有政治战士、“歌舞明星”，也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赴汤蹈火的前线

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康克清、红二方面军的李贞以及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等一众女战士，她们在战场

上全副武装，与男同志一样行军作战。
尼姆·威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斯诺）是这样形容红军女战士康克清的：“她二十五岁时，已

经靠自己的本领享有红军‘女司令’的美名。”⑥１９３２ 年，康克清跟随女子义勇队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

练，在长征中跟随总司令部行动。 长征路上中央机关担架队长生病，刘伯承命令康克清临时负责带领保

护中央机关、军委高级领导（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在其中）的中央担架队。 一次行军过程中，中央

担架队遭遇敌人埋伏，康克清当机立断，掩护好担架队，并组织特务排还击，同时派人通知附近的红军部

队尽快击退敌人。 在康克清指挥下，她们很快得到支援，担架队转危为安，特务排仅轻伤 ２ 人。⑦ 和康

克清一样，红二方面军的李贞也很早就参加了游击队，一直跟随部队行军打仗。 在长征前，得知组织上

可能将她留下照顾怀孕的妹妹，她坚决不同意。 于是，她马上找到时任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

时，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行军打仗。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她们在长征中多次与敌兵、土匪肉搏。 据妇女独立

８１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６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第 １２４ 页。
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 １２４ 页。
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朱晋平等译，罗敏校译，第 ２４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巾帼红军忆长征》下，第 ４４９ 页。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７４ 页。
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第 ７８－８０ 页。



团的岳克回忆：“女战士作战很勇敢，头发是剃光了的，穿草鞋、打绑腿，行军作战都看不出我们是女

的。”①１９３５ 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渡江女战士剪掉长发，用乌泥涂脸，与敌人激战两天

两夜；１９３６ 年妇女独立团的女兵在腊子口遭遇一个营的敌兵和 １００ 多名藏族土司骑兵围堵，担任断后

的 ７０ 多名女兵全部壮烈牺牲②，岳克也在这次战斗中挨了三刺刀。③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参加的大

小战役不计其数，多次受到总部的嘉奖。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她们具体的人数、名单难以统计，但是她们

付出的牺牲值得永远铭记。
另外，长征中的洗衣队、炊事班、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修理所、加工厂等各个部门、岗位上均有女

战士的身影。 以中央队秘书长刘英为代表的妇女干部，她们在协助中央领导、维护中央机关正常运转上

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巾帼精神永流传

长征中的女红军，既具有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又展现出独特的巾帼精神，这种精神品格也是

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中的女红军既要面对茫茫雪山、草地，又要克服身体上的特殊困难，正是

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支撑着她们不断前进。 邓颖超在长征开始时即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当时这是几

乎无法治愈的顽症。 组织上曾考虑将她留在根据地养病，但她坚决要求随军行动，她凭借着顽强的革命

意志始终没有掉队，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蔡畅在翻越夹金山时，天气骤变，狂风夹着大雪，空气稀薄，她
冻得直哆嗦，仍坚持鼓励大家“快跟上！ 别停下！”并示意大家嚼生姜片驱寒。④ 邓六金面对敌人的轰

炸，全然不顾未痊愈的身体，冲上去抬起担架，抢救伤员，自己却“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吐完血继续抬

起担架追赶队伍。⑤ 杨厚珍拄着拐杖用“三寸金莲”走完了万里长征⑥；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在行军路

上连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因为冷、饿、累，她们大多数都得了妇女病。 但是没有一个女同志叫苦怕死，
她们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她们在革命意志的支撑下无视身体的苦难，心中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念

头，就是绝不能掉队———因为只有跟上了队伍，才能继续为理想而战。
（二）守望相助的战友情谊

“阶级姐妹团结紧”⑦，艰难的行军途中，女战士之间的相互陪伴、女干部对女兵的关爱使女红军之

间结成了紧密的友谊和深厚的战友情谊。 例如，红一方面军行至四川与贵州交界，邓六金由于疲劳过

度，高热不退，又坚持不肯留下治疗，危秀英决定留下陪着她。 在危秀英的精心护理下，邓六金的病情渐

渐痊愈，两人一起赶上了大部队⑧；蹇先佛过草地时生产，老战友李伯钊悄悄给她留了两斤大米，自己却

因缺粮而晕倒⑨；邓颖超、蔡畅等女干部像“大姐”一样呵护着年轻的女同志。 邓颖超先后两次将担架让

给因怀孕、生产而身体虚弱的廖似光�I0，蔡畅惦记着刘英赤脚行军，特意给她找了一双合适的皮鞋等

等。�I1 这种关爱、互助的美德正是长征中巾帼精神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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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平均年龄小，大多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她们正值青春年华，天性活泼。 她们

的开朗、乐观为单调的行军打仗增添了一抹亮色。 行军途中，这些女战士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廖
似光在胶底鞋上绣花①、妇女独立团的女兵用五颜六色的绒球塞在枪口上防尘②等等，在行军队伍中

透着青春活泼的气息。 这种苦中作乐的方式还有她们在行军休息时由于过于饥饿而开的“牛皮公

司”，顾名思义，就是吹牛夸美食，蔡畅、康克清都曾参加过。 还有过草地时因脚下打滑，走起来晃晃

悠悠的，她们把这个称为“草地舞”。③ 这些精神食粮支撑着女红军，也感染着周围的人，显得生活还

是那么美好。
（四）自我超越的成长意识

长征对女红军们而言，既意味着参加革命、追求理想，更意味着冲破束缚、实现个人成长。 这种成长

意识，正是在她们各自的成长背景中孕育而生的。 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有人来自比较富裕的家

庭，如刘英、贺子珍、蔡畅等；而大多数则出身贫苦。 尽管出身各异，但在旧中国，她们同样被剥夺了平等

接受教育、自由选择婚姻与职业的权利，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与成长。 刘英曾说：“受重男轻女观念

的影响，我爸爸只想让儿子上学，而不愿意让女儿上学。”④红四方面军的何曼秋则是为了逃避包办婚

姻。 而红军长征的实践给了她们真正的成长机会，有学者认为，“革命帮助她们远离了饥饿、肉体的折

磨、卑微的地位、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婚姻的束缚”⑤。 在长征中，无论她们是什么出身，都可以与男战

士一样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政治知识、从事革命工作，这样的新生活帮助她们找到了归属感与远大目标。
例如，何曼秋认识到红四方面军中缺乏治疗妇科病的医生，许多女战士又因为羞于找男医生诊断，经常

耽误病情，于是下定决心从医。 她在艰苦的行军环境中坚持学习，利用行军间隙向军医请教，在缺乏教

材的情况下以伤病员为“课本”。 她从“长征中的医护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卫生部门的领导。⑥

参加红军长征的两三千名女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北上抗日、争取民族解

放、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共同革命目标使她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 正是上述精神品格的共同作

用，使女红军在长征中实现了跨越式的个人成长。 例如，危秀英幼年因家庭贫困被从兴国卖到瑞金，参
加红军后，她从一名不识字的女工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骨干⑦；李贞出身贫苦，６ 岁便做了童

养媳，加入红军后，她在战斗中学习、在行军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

军。⑧ 虽然长征中女红军的最初身份不同，除了红一方面军中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及中央直属

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以外，大多数是饱受压迫与欺凌的劳动妇女。 虽然长征结束后不同女红军

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流落民间），但长征对所有女红军都是一次全方面

的淬炼，艰难征程磨砺了她们的综合素养，使她们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走出雪山草地之后，她们成为

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四、人生的跨越与成长

女红军们走出传统家庭参加长征是对妇女生理、心理的巨大考验。 她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敢

克服女性柔弱的生理特征，战胜了女性脆弱的心理特征，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并实现了各自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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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和成长。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塑造

长征打破了封建桎梏，使女红军在极端环境中确认了“革命女性”的主体身份。 她们不再依附于家

庭或男性，而是在承担与男性同样艰巨的军事任务中，发现了自身蕴含的潜能，确立了独立、自尊的人格

底色。 参军前的女红军，多处于社会最底层。 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曾是童养媳，或出身贫苦农家，在父权

之下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极度受压迫的处境，使她们最初投身革命的动机朴素而直接———改变自身悲惨

命运，挣脱家庭枷锁，追求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 正是这种与旧制度的决裂，开启了她们主体意识觉醒

的第一步。 长征途中，女红军与男红军一样承担着各项任务。 女红军们被编入正式建制，从事宣传、救
护、运输、筹粮乃至直接作战等各项工作。 在实践中，她们发现自身蕴藏的远超想象的潜能———能行军

打仗、能组织群众、能在绝境中求生。 这种“我能行”的自我确认，彻底颠覆了旧社会对女性“弱者”的定

位。 她们不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部队不可或缺的战斗力量。 这种“共同担当”的经历，进一步强化

了她们的主体意识。 经历了长征的生死考验，女红军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已从“反抗压迫的女性”彻
底转变为“肩负革命使命的战士”。 这种在血与火中铸就的坚定信仰和自觉担当，构成了她们独立人格

最坚实的基石。
（二）坚强意志的磨砺与心理韧性的建构

长征是人类极限的考验，女红军在缺粮、严寒、疾病及频繁战斗中，磨砺出超常的生存意志与心理韧

性。 这种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见信仰的特质，转化为日后应对任何复杂斗争的强大心理品质。 在

艰苦的长征途中，尽管女红军面临比男性更大的身体、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考验，有些甚至是对身体的极

限考验，但女红军并没有被困难摧垮，她们抱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以乐观精神和顽强

毅力，突破生理和身体局限，走完漫漫长征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也正是在长征中的非凡经历，为
女红军们提供了受用终生的心理资本。 此后的革命岁月中，无论面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艰苦建设，她们都展现出超出一般人的抗压能力，也使她们能够坦然面对日后人生中的诸多艰

难险阻。 长征中锤炼出的这种“把吃苦当作家常便饭”的心理品质，成为她们此后人生道路中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使其在任何岗位上都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拓进取。
（三）组织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全面提升

长征为女红军们提供了一个历练各方面能力的实践平台，使她们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了组织能力与

专业技能的全方位提升，实现了从普通农村妇女或知识青年到复合型革命人才的蜕变。 长征中，相当一

部分女红军被赋予“政治战士”的特殊身份，主要任务是战勤保障、宣传动员与前线作战。 这要求她们

具备高超的组织协调与群众动员能力。 在筹粮筹款过程中，她们需要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群众打交

道，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完成物资征集。 这种组织实践，使她们迅速成长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长征也使女红军们掌握了多元专业技能。 在军事方面，大批女战士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直接参加战斗；
在医护方面，许多女红军承担救护任务，在缺乏药品条件下自制工具、就地取材；在宣传方面，长征期间

的宣传工作，锻炼了女红军们将政治宣传与文艺表达相结合的能力，使她们在抗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

化宣传工作中成为骨干。 长征中锤炼的组织能力与专业技能，在女红军们后续生涯中持续发挥作用，为
其在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集体主义与革命大局观的树立

长征将女红军置于广泛的集体协作之中。 行军途中，相互扶持成为常态。 女战士们分工明确，有人

负责抬担架，有人做宣传鼓动，有人负责护理伤员。 这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生活，改变了她们此前孤立

无援的个人处境，使其深刻认识到：只有在集体中，个体才能发挥最大力量；只有相互扶助，才能战胜共

同的敌人。 长征跨越十几个省份，途经多民族聚居区。 这种“跨地域”实践，使女红军的视野从家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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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扩展到整个国家。 长征途中，女红军还需要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做出艰难取舍：割舍骨肉或被迫

将年幼子女托付给当地群众。 这种选择，并非对亲情的冷漠，而是革命大局观内化后的自觉担当。 经历

了这种“大我”对“小我”的超越，女红军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发生了质变。 她们不再只是为自己“找出路”
的受苦人，而是肩负民族解放使命的革命者。 这种集体主义和革命大局观的树立，也为其日后在各条战

线成为自觉的革命建设者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内核。
总之，长征中的女红军以坚定的革命理想、顽强的生存意志与互助的集体精神，在排除生理期特殊

困难的同时，承担了很多繁重的工作任务，突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在革命实践中真正践行了男女平等。
她们在生死相依中展现出的女性特有的温暖与坚韧，彰显了深刻的革命战友情谊。 她们以强烈的自我

超越意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这场远征中完成了伟大的转变。 红军长征史，不仅是一

部军事转移史、军民鱼水情深史，也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巾帼力量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都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①在红军长征胜利 ９０ 周年之际，女红军们所彰显的精神品格，依然激励着新时代

女性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实践中，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发展道路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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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１８４ 页。


